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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传统中国 ,帝国行政机构的管理并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 ,乡村治理主要依赖绅士阶层。绅士权威基础来源于帝国赋予的身份及
特权 ,民间认同是获得权威的决定因素。绅士依靠自主网络实现了乡村的有效治理 ,但是其治理活动有一定的局限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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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传统乡村治理的范式, 学术界有多种表述。温铁

军概括为“国权不下县”[ 1] , 即国权不下县, 县下惟宗族, 宗族

皆自治, 自治靠伦理, 伦理造乡绅。吴理财认为:“自隋朝中

叶以降, 直到清代, 国家实行郡县制 , 政权只延于州县, 乡绅

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”[ 2] 。王先明认为, 传统中

国的治理结构,上层是中央政府 ,底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 ,

由族长、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[ 3] 。总之, 学者表达了一个共

同的观点: 在传统中国, 帝国行政机构的管理并没有渗透到

乡村一级,绅士等阶层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
目前, 学术界对于绅士政治功能研究成果颇丰, 如费孝

通论述了绅士如何变成了帝国权力的行政性仆人,他们与中

央集权的关系, 在协调帝国力量中的作用[ 4] ; 吴晗等探讨了

皇权与绅士的关系[ 5] ; 赵秀玲考察了乡里制度中的绅士[ 6] 。

而少有学者从乡村治理的角度论述绅士在乡村社会中的作

用。笔者探讨了绅士权威的获得、在乡村治理中的活动及乡

村治理活动的局限性,以揭示绅士对乡村社会的影响。

1  传统乡村治理:帝国责任的转移

在中国传统社会, 由于国家治理缺乏社会经济与组织基

础, 因而无法形成资源集中和提取的社会渠道 ,没有充分的

配置性和权威性资源来构造一个统一的权力集装箱, 致使对

乡村社会的监控处于相对松懈的状态。特别是清代地方政

府,“它没有独立的预算, 它们被指望用当地征收的陋规自行

支付费用来进行工作”[ 7] , 而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损害地方

官的声誉 ,甚至可能激起民变。所以地方官遇到修建公共工

程时,都要依赖地方上有影响的绅士协助解决。“绅士所承

担的事务,许多对政府是有用的。这些事务若非绅士担当 ,

则须官吏办理,然而官吏的幕属和书办太少, 经费不足,不能

承担所有这些必要的事务,特别是地方政府,更是如此”[ 8] 。

清代知县汪辉祖认为 :“官与民疏, 士与民近, 民之信官 ,

不若信士, 朝廷之法纪不能尽谕于民, 而士易解析, 谕之于

士, 使转谕于民, 则道易明, 而教易行”[ 9] 。沈延生也认为 :

“从秦汉乡亭部吏与三老里正并存的格局可以看出, 专制帝

国的地方官府从一开始就把一部分基层治理功能交付给非

吏治或者说准官方的组织机构”[ 10] 。费正清则说 :“政府一心

指望缙绅阶级能维护道德或鼓舞民气”。在最高统治者的推

动下, 中国人伟大的向学传统就成为教化百姓的工具, 而作

为地方精英的缙绅则为乡居日常生活树立了楷模”[ 11] 。

而绅士也乐在其中, 嫁接帝国政权, 或服务于帝国利益 ,

或服务于自身利益, 或服务于地方性公共利益 ,或者三者利

益兼而有之。总之, 这个领域是帝国推动的乡村行政建设的

妥协性产物 ,既表明了帝国对这一领域的主导性影响, 又标

示着由于能力不足而导致的帝国责任的转移。

2  绅士权威的获得:身份、特权、民间认同

乡村治理是指运用公共权威构建村庄秩序, 推动村庄发

展的过程。历史研究表明, 传统中国社会, 帝国只要取得了

地方的象征性承认, 从未谋求对地方体真正的、具有挑战意

味的管辖权,“在地方上, 当地的小绅士, 以及有时可能出现

的大绅士,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”[ 7] 。可见, 帝国在传统乡

村只具有象征性, 并不发挥真正的作用 ,绅士阶层成为了传

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。然而, 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

过程, 需要权威和权力,那么,绅士的权威是如何获得的呢 ?

首先,获得绅士身份。一般认为, 绅士是随着科举制的

确立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, 他们的身份主要来自

参加科举取得的功名。如马克斯·韦伯指出:“在中国,12 世

纪以来,由教育 , 特别是考试规定的出仕资格, 远比财富重

要, 决定着人的社会等第”[ 12] 。张仲礼等则认为,中国绅士的

地位不是来自地产, 而是出自对教育的垄断, 正是功名作为

凭证的教育使绅士有资格向国家和社会提供重要的服

务[ 13] 。胡庆钧认为,绅士要具备一些相同的条件 ,“这就是曾

经受过相当的教育”;“世之有绅衿也 ,因身为一乡之望, 而为

百姓所宜矜式 ,所赖保护者也”[ 5] 。由此看来, 绅士身份 , 并

不取决于其是否占有大量土地, 而是以其有无功名、顶戴来

决定的。绅士身份是其获得治理权威的基础。

其次, 特权也是绅士获得权威的基础。由于绅士通过科

举获得了进入官僚阶层的可能性 ,成为了充当官僚的后备力

量,所以也就获得了帝国赋予的特权。《牧令书》中记载了知

县如何对待绅士:“为政不得罪于巨室 ,交以道, 接以礼, 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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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权势相加”[ 14] 。同时, 乡绅也可以免除丁税和各种徭役。

如清代乾隆元年( 1736 年) 上谕说,“任士作贡, 国有常经。无

论士民 , 均应输纳。至于一切杂色差 徭, 则绅衿 例应优

免”[ 15] 。即使一定时期并不能免除赋税 ,但是有绅士身份的

地主, 却有收取全部地租的权利。灾荒之年 ,绅士地主可以

享受减免赋税的皇恩。“惟是输纳钱粮, 多由业户。则施免

之典,大概业户邀恩者居多。⋯⋯然业户受朕惠者, 当十捐

五, 以分惠佃户 ,亦未为不可”[ 16] 。

最后, 民间认同是决定因素。放赞奇认为 :“乡村社会中

的权威既不是为上层文化所批准的儒家思想的产物, 也不是

某种观念化的固定集团所创造的。乡村权威产生于代表各

宗派、集团以及国家政权的通俗象征的部分重叠及相互作用

之中”[ 17] 。费孝通则认为 ,绅士的权威更多地来自民间, 来自

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[ 4] 。周荣德也认为,“绅士的地

位并非来自出身和法定的特权, 而是由于公众的评比”[ 18] 。

张静同样认为,“地方权威的权力地位与3 个因素直接有关 :

财富、学位及其在地方体中的公共身份”,而公共身份是权威

获得的决定因素[ 19] 。

3  绅士活动的自主网络

在帝国政权的支持下 ,绅士出于提高社会地位、威望、荣

耀的目的, 将其活动向乡村社会的各个领域延伸, 乡村社会

成为绅士治理的自主网络。在这一网络中, 绅士与帝国地方

政府合作,分担了地方政府的责任,实现了有效治理。

张仲礼的研究表明, 绅士大多视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

保护为己任, 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、排解纠纷、兴修公共工程

等职责, 有时还组织团练和征税。“大量地方事务的实际管

理都操诸绅士手中。地方志中有无数记载可表明绅士在修

路造桥、开河筑堤和兴修水利等公共工程中, 活动极为频

繁”[ 8] 。此外,绅士还要履行救灾捐赈、修撰地方志的义务 ,

或被礼聘入幕, 参与地方政务, 或宣讲圣誉、嘉奖善行, 对乡

民进行道德教化, 甚至干预讼词, 曲断乡里。王先明的研究

也表明, 绅士在乡村进行了3 方面的活动: 第一 , 兴办学务 ,

设馆授徒,修建社学、义学 ,维修官学校舍、贡院 ,修撰地方志

等;第二,管理、组织育婴堂、恤怃局、粥厂、义仓、社仓等地方

公共财产、经济事业; 第三, 处理水利、桥梁、津渡的工程建

设[ 3] 。

韩国学者吴金成的研究同样表明 ,明代湖北水利工程的

兴修,从建议、助言、乡村言论的提醒到向上表达, 甚至上下

官府之间的协调异议, 劳动力与工程的获得, 工程的推进与

监督诸问题,绅士都起着重要作用。吴金成指出, 绅士的作

用并不仅仅限于水利问题, 而是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, 如

在政治上 ,平定盗贼、土寇、叛乱, 担任乡里的裁判、调解, 增

设新县等;经济上,建设渡场、修筑桥梁、设置义田和学田、建

设义仓、荒年赈济等;文化上,领导乡约、建立祀庙和义学、建

立书院、匡正乡俗、打听乡论而建议地方官府垦荒、减免税役

等, 非常宽泛。他们广泛参与地方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建设, 是

基层社会的实际领袖[ 20] 。

日本学者则探讨了绅士与地方公共事业的关系。在地

方水利建设方面, 森田明通过研究清代水利社会史, 揭示了

绅士在水利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[ 21] 。小岛淑男通过考察清

末农村社会,探讨了以“官督绅办”形式出现的“乡董制”这种

官绅一体机构在水利建设中的职能[ 22] 。大谷敏夫通过考察

清代江南水利问题, 探讨了官僚体制与乡绅统治的关系, 揭

示了清代中后期水利“惯行样式”的变迁,进而阐析了以乡绅

为主导的“乡董制”的成立及其对水利建设的组织管理情

况[ 23] 。在社会慈善和赈济方面, 夫马进通过考察明清时期

“同善会”、“放生会”、“掩骼会”、“一命浮图会”、“救生船”、

“恤嫠会”、“育婴堂”等慈善组织, 揭示了绅士在“善会”、“善

堂”的兴建和组织管理中的作用[ 24] 。森正夫则考察了清代

养救院、普济堂、育婴堂的建设发展情况,阐述了绅士在清代

社会福祉事业中的角色和功能[ 25] 。

4  绅士活动的局限性

绅士在儒家政府特殊力量的推动下在乡村经理了许多

公共事务,但是绅士的治理活动有一定的局限性。

4 .1 绅士的治理活动与帝国利益一致 “在正常情况下, 政

府和绅士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, 并且为保持社会的运转和维

持现状, 他们相互合作”[ 8] 。绅士们与帝国权力有着经常性

的密切互动 ,不仅他们的绅士身份来自于国家赋予的功名 ,

而且作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性精英,在一些情况下是国

家权力向基层展开的非正式的延伸。即使是在村社中握有

实权的乡绅, 在与官府打交道时 ,也是唯唯诺诺,没有任何合

法渠道可依,更谈不上真正的自主。地方乡绅担当着2 个截

然不同的角色:对内,主宰着当地村社的社会生活, 村民被视

同无知、怯懦之辈; 对外, 则只起到辅助官府的作用, 按地方

官的意志办事,极少与官府发生利益冲突。

4 .2  绅士治理局限于本家乡  对绅士而言,家乡是养育他

的地方,即使在外为官, 仍然有一种乡土情绪 ,一旦在官场不

顺或受挫,便退隐乡里。居住在自己的乡里 ,其活动范围就

在家乡。胡庆钧分析了绅士的经济基础并提出“绅士的领导

地位有一定的界限”,即绅权的区域性[ 5] 。余子明也认为, 绅

士与乡土之间有天然的联系, 乡里是绅士活动的主要舞台 ,

所以绅士阶层不可避免的带有分散性和区域性的特征[ 26] 。

所以说 ,绅权是一种地方权威。绅士公共活动局限于乡里 ,

除乡土情结外, 主要是绅士的利益在乡里, 许多绅士在乡里

拥有大量的土地, 或者是在乡里从事活动可以得到一定的服

务经费。

4 .3 绅士乡村治理受到其收入的影响 上层绅士可以通过

担任官职获得俸禄, 发挥绅士功能获得收入, 充当幕僚获得

报酬, 从而为家乡的慈善事业大量捐款。然而, 下层绅士主

要由贡生、生员和监生组成 ,同时也包括那些通过捐纳等途

径取得低级官职者。他们学历较低、没有官职且家境贫寒 ,

既不闻达于官府, 又不躬耕垄亩, 终其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

诵经习字、著书立说, 一些下层绅士通过充当塾师获得微薄

的收入 ,所以下层绅士在乡村的公共活动较少。

4 .4 绅士乡村治理与其品性有关  并不是所有的绅士都能

积极从事与当地利益有关的活动 ,有些绅士只考虑自己的利

益,甚至与官府勾结危害乡里成为劣绅。日本学者川胜守描

述了明朝乡绅地主凭借“优免特权”诡寄田亩及在土地丈量

过程中与胥吏相互勾结的舞弊行为[ 27] 。清朝末期, 绅权开

始发生质变,有势力的士绅地主家族常能同收税人员做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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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,少纳一些税款。民国时期,“凡为绅士者非劣衿败商, 即

痞棍恶徒以充,若辈毫无地方观念,亦无国计民生之思想, 故

媚官殃民之事到处皆然”[ 28] 。很显然, 品性决定着绅士乡村

治理活动的绩效。

5  讨论

长期以来 ,学界解释传统国家权力没有渗透到基层社会

的原因, 一种认为在乡土社会中, 宗法关系约束了机会主义

行为, 不需要皇权政治; 另一种观点认为,国家权力下沉成本

过高。实际上,在传统乡村社会, 接受了儒家教育以及被帝

国政权荫护的绅士, 代替国家对乡村进行了有效治理, 正是

这种独特的治理方式,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

个地域辽阔、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。所以, 国家没有

必要把政权下沉乡村。清末,国家政权之所以不断渗透乡村

社会, 关键在于传统绅士的衰落 ,基层整合力量阙如 ,国家权

力下沉乡村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另一个问题是乡村自治。20 世纪早期研究者, 多毫不迟

疑地强调中国乡村的自主特征。如马克斯·韦伯认为, 中国

的村庄是“一个没有朝廷官员的自治的居民点”[ 29] 。然而 ,笔

者通过对绅士乡村治理分析发现 ,绅士经理乡村公共事务大

多是在志愿和非正式的基础上行使, 这就决定了绅士乡村治

理的弹性。绅权作为一种社会性权力, 是法理权威和个人魅

力权威的结合。绅士既与国家官僚体系休戚与共,而同时又

与基层民众保持着密切联系, 成为官与民之间的缓冲与中

介。作为官系统触角的延伸, 绅士配合官府向人民征收赋

税,维持地方治安; 与此同时, 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, 绅士

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地方利益的代表。正是绅士在官民之间

上下沟通, 并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, 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

传统国家与社会的整合。所以说, 传统乡村并不是一个独立

的自治体。

可以说, 传统社会的绅士是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

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, 他们一身兼二任, 在朝廷辅助君

王统治天下 ,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, 古代

中国以绅士阶层为重心,实现了社会与国家的浑然一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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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等进行交叉研究的方法, 对建筑环境进行评价, 并通过对

设计预期目的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比较, 提出反馈意见和

标准 , 为将来更好地建设提供可靠的依据[ 8] 。从西方实践

看,POE 有3 大论题 : 科学性论题 , 以专家( 设计) 的价值为

基点 ,须参照业界标准 ;社会性论题 , 主要考虑环境使用者、

管理者的价值判断, 是主观评价的中心论题; 经济性论题,

更多的是依据开发者和业主的利益[ 9] 。第2 论题是公众参

与评价的主要内容。在城市绿地建设中引入POE 概念应突

出满足使用者价值需要这一最终目标并能适应多种应用目

的, 这里强调使用者在绿地建设中的本体价值 , 以人们的主

观感受的平均趋势作为评价标准。

4  结语

从公众参与城市绿地建设各种模式来看 , 其目的在于

提高公众参与的效率 , 使公众的意愿更加快速有效地得以

表达 ,实现在绿地建设的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。

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, 我国城市绿地建设中 , 绿化实施、

养护管理阶段的公众参与方法简单有效 , 并已取得不少成

果, 规划设计及使用后评价阶段, 由于过程复杂 , 尚未形成

成熟的定量化标准 ,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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